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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别研究了支出法和生产法GDP核算时各产业（部门）

结构调整和各产业（部门）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尤其是将产业（部门）结构调整与

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从宏观经济和各产业（部门）本身的波动中分离出来，使我们更加清楚

地理解结构调整对减缓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结果发现：（1）无论是以支出法还是生产法来

衡量GDP，宏观经济波动下降的主要原因都是波动效应，而不是结构效应。（2）结构调整之

所以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有限，是因为中国自1986年以来的结构调整方向有一定偏差。（3）

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宏观经济稳定化作用。（4）要发挥结构调整稳定宏观经

济的作用，需要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波动性小的第三产业各行业占GDP的比重，同时

减少波动性大的第二产业各行业占GDP的比重；进一步发展第二产业内部的低波动性行业，同

时控制高波动性行业的发展速度或努力使其波动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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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周期波动特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试图研究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政界还是学术界，对此问题都需

要做出明确的回答。举例来说，经济下滑时期政府将会出台某些产业振兴规划以稳定宏观经

济，这就需要我们回答，产业结构调整是否能够起到熨平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如果能，那

么具体哪些产业具有更强的宏观经济稳定化的作用，以便我们以此为依据进行相应的产业结

构调整。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讲，有两个重点问题需要我们回答，第一，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

是总量性的还是结构性的；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对市场化改革以来经济周期波动的减缓有多

大作用。

对于第一个问题，虽然从直觉上说，经济周期波动可能既是总量性的，又是结构性的，

但学术界对我国经济周期却集中在以GDP为指标的总量性经济周期波动上。如刘金全和范剑

青（2001）、刘树成、张晓晶和张平（2005）、陈浪南和刘宏伟（2007）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

总量特征的研究，雎国余和蓝一（2005）、刘金全和刘志刚（2005）对中国经济周期总量波动

原因的研究，黄赜琳（2005）、陈建斌（2006）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周期的

研究，龚敏和李文溥（2007）、王少平和胡进（2009）对中国总量经济波动中的总供给冲击、

总需求冲击和随机冲击作用的研究等。研究产业结构与总量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少，

仅有的几篇包括孙广生（2006）、李云娥（2008）、石柱鲜等（2009）的论文。但这些研究

都有需要改进之处。如石柱鲜和李云娥等人的论文对产业划分的线条太粗，只研究了三大产

业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无法揭示更细致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周期的作用；孙广

生的研究运用了二位数产业的数据，在这方面前进了一步，但他只考察了各产业波动与总量

经济波动的相关性，而不是将总量的经济周期波动分解为各产业部门的波动，这不但忽略了

各个产业的产出份额变动（即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而且使各产业波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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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经济波动的相关系数中，还包含了各个产业的产出份额变动对该产业波动性的影响，由

于二者没有被分离开，将会导致我们无法准确估计各产业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Horstein, 2000）。

对于第二个问题，目前经济周期的稳定化（即经济周期波动趋于缓和）是一个全球性的

趋势，中国也存在这个趋势（曹永福，2007）。如果产业结构调整能够促进经济周期的稳定

化，则结构调整政策必将起到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这个问题国外学术界已有了一些研究，

如Blanchard and Simon (2001)按照支出法GDP(投资、消费、政府开支和净出口)的分解方法，

否认结构变动会促进经济周期稳定化,认为是每个组成部分自身波动性的减小造成了整体经

济的稳定。Warnock andWarnock (2000)、Stock andWatson(2002)运用就业数据发现，部门间

的劳动力流动对美国GDP的波动性没有影响。而Eggers and Ioannides(2006)运用方差分解方

法发现,产业结构的演进对经济稳定贡献的比例高达50%,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波动性较大的

制造业比例显著下降,相对稳定的金融业和服务业比例有所上升。Alcala and Sancho(2004)h和

Horstein（2000）分别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和相关性分析方法，也得出了产业结构变动降低了经

济周期波动的结论。迄今国外学术界对此问题尚无一致结论。而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

非常缺乏。前述孙广生等人的研究虽然涉及了产业结构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但他们无一

例外都只是研究了各个产业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没有将产业结构调整（即产业之间

的要素流动引起的各产业产出份额的变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从各个产业的波动中分离

出来，因此实际上没有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作用①。据我们的检索，目前

尚无专门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宏观经济波动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

上述第二个问题对中国来说可能更有研究的必要，原因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的产业结

构变迁与美国的产业结构变迁方向并不一致。Filardo(1997)指出，制造业波动幅度一般较大 ，

而金融业和服务业波动幅度相对较小。美国的经济周期稳定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方向正好吻

合。Eggers and Ioannides(2006)列举的数据表明，1982-2001年与1947-1982年相比，制造业

占美国总产出的比重由26%下降到18%，同期金融业和服务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之和由23%左右上

升到36%以上。也就是波动幅度大的产业比重下降了，波动幅度小的产业比重上升了。而中国

的情况与此不同。1986-2008年，中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3.7%增加到48.6%，

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9.1%增加到40.1%。这意味着，在此期间中国波动幅度大的

产业和波动幅度小的产业占GDP比重都出现了上升。所以，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对宏观经济波

动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不是仅凭直觉就能看出来的，而是需要具体的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在这两个方面有所进步。我们运用方差分解方法和二位数产业、GDP总量的年

度数据，分别对各产业波动、产业结构调整、各产业间联动性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

行实证研究，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产业结构调整缓解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从产业波动中分离

出来。将宏观经济的总量波动分解为各产业波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产业间的联动性，不但

有助于我们制定有针对性的抑制宏观经济波动的产业政策，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抑制宏观经

济波动所需要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本文研究所需要的方差分解方法；第三部分介绍了本

文所需数据和产出波动性的分解方法,并对数据进行简单处理；；第三部分是利用数据和方差

分解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以及据此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的分析；

① 孙广生（2006）计算了各个产业增加值占 GDP份额的变化规律，但他并没有计算各个产业产出份额变化

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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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产出波动性的分解方法。本文运用方差分解方法，把总量的经济波动分解成各组

部门的内部波动（波动效应）、各部门的比重变化（结构效应）以及波动效应与结构效应之

间的互相影响（联动效应）。本文试图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因素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起了多大的作用。借鉴Blanchard and Simon (2001)，我们首先把改革开放

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划分为两段，前一段是经济周期波动较剧烈的时期，后一段是经济周期

波动出现突变性下降的时期，然后再看转折点前后的波动效应、结构效应和联动效应对经济

周期波动下降的贡献率。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知道经济周期稳定化的转折点是哪一年。在

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张成思（2010）通过未知断点检验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稳

定化的转折点是1995年第四季度。由于本文应用的是年度数据，因此我们将1996年作为中国

经济周期稳定化的转折点。为了更精确的计量这三个因素对总量波动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下

面的分解计算。

首先把GDP增长率表示成各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和形式，其中以各部门增加值占GDP的份额

作为权重。这样GDP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1)it
i

ti XxY ˆˆ
1,t ⋅=∑ −

其中 表示GDP在 时期的增长率， 表示第 部门在 时期的增长率， 表示第tŶ t itX̂ i t 1, −tix

部门在 时期占GDP的比重。假设各个部门占GDP的份额在转折点前（1986-1995）的时间i 1−t

段内和转折点后（1996-2008）的时间段内不变，即 ，那么包含两部门（比如i部iti xx ≡−1,

门和j部门）经济体的产出增长率方差就可以写为

（2）)ˆ,ˆ(2)ˆ()ˆ()ˆ( 22
jtitjijtjitit XXCovxxXVarxXVarxYVar ⋅⋅+⋅+⋅=

在进行总量产出波动的分解时，我们可以将上述公式应用到GDP核算的两种方法（生产

法和支出法）中。在生产法下，GDP的组成部分包括二位数产业各部门的增加值；在支出法下 ，

GDP的组成部分包居民消费、政府支出、投资、出口和进口。对于每个部门和每个时期（1987-

1995和1996-2008），我们可以计算出各部门产出增长率的方差，各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以及两个部门之间的协方差。这样，我们就可以将GDP增长率的方差（即总量经济波动）分解

成三部分：由前后两个时期之间各个部门产出比重的变化解释的部分（结构效应），由各个

部门产出增长率的方差和协方差变化解释的部分（波动效应），和由部门产出比重、部门波

动性的相互影响解释的部分（联动效应）。以两部门为例进行方差分解，可以把总产出增长

率方差的变化表示为，

(3))ˆ()ˆ()ˆ(V 12 YVarYVarYar −=∆

其中 表示1996年之前的时期， 表示1996年之后的时期。如果我们用A和B分别1=t 2=t
表示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部门产出增长率的方差，则两个时期之间总产出增长率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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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任 何 变 化 都 可 以 改 写 为 ， 展 开 后 得1122 BABA ⋅−⋅ 1111 )()( BABBAA ⋅−∆+⋅∆+

+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方程（2）代入方程（3）并进行整理，可得 ：11 ABBA ⋅∆+⋅∆ BA ∆⋅∆

)ˆ()ˆ()ˆ(V 12 YVarYVarYar −=∆

= (4))ˆ,ˆ()(2)ˆ()ˆ( 111
2

1
2

jijijjii XXCovxxXVarxXVarx ⋅⋅∆+⋅∆+⋅∆

(5))ˆ,ˆ(2)ˆ()ˆ( 2
1

2
1 jijijjii XXCovxxXVarxXVarx ∆⋅⋅+∆⋅∆+∆⋅+

(6))ˆ,ˆ()(2)ˆ()ˆ( 22
jijijjii XXCovxxXVarxXVarx ∆⋅⋅∆+∆⋅∆+∆⋅∆+

其中（4）式表示的是“结构效应”，即表示由于各部门比重变化而引起的 ；算式)ˆ(V Yar∆

（5）表示的是“波动效应”，即表示由于各部门内部波动而引起的 ；算式（6）表)ˆ(V Yar∆

示的是“联动效应，”即表示由于以上两者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 。由（4）-（6）可)ˆ(V Yar∆

以看出，结构效应是部门产出份额变动率的总和，各个部门第一期的方差和协方差是权数；

而波动效应是部门方差和协方差变动率的总和，各部门第一期的产出份额是权数。多部门的

情况可以根据多项式的展开公式和（4）-（6）式类推得到。

还需要指出的是，假定各个部门在某一个时期内的产出份额不变，对GDP总量的波动性

影响甚微。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部门产出份额的波动远远小于部门产出增长率的波动。我

们对此进行了简单计算，首先假定1986-1995年和1996-2008年部门产出份额不变，然后计算

支出法和生产法核算的GDP增长率方差；然后再引入1986-2008年期间部门产出份额的实际数

据，重新计算支出法和生产法核算的GDP增长率方差，并把两种方法计算出的GDP增长率方

差进行对比。结果见表1。表 1说明，固定产出份额时的GDP增长率方差非常接近于实际的GDP

增长率方差，而且用两种方法计算的两个时期之间GDP增长率方差下降幅度非常接近。除此

之外，我们还用同样的程序计算了固定份额时的第二产业生产法GDP增长率方差和实际的第

二产业生产法GDP增长率方差，并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见表1最右边的一列。这证明我们假

定某个时期内部门产出份额不变，不会影响对产业结构变动与GDP总量波动之间关系的估计

结果。

表1 固定部门产出份额时的GDP增长率方差与实际的GDP增长率方差比较

生产法GDP 支出法GDP 第二产业的生产法

GDP

固定部门

产出份额

时的GDP

1996年前

1996年后

GDP增长率方

8.75E-03

2.67E-03

69.48

8.62E-03

1.97E-03

77.14

4.91E-03

4.54E-04

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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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部门的划分及数据处理

在生产法核算中，本文采用的是二位数产业部门的相关数据。其中重点是对第二产业中

工业部门数据的推算和整合，而第一产业（农业）、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中建筑业的数据可

以直接从统计年鉴上得到。

在统计年鉴中，工业部门按行业细分的增加值数据只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而本文要

对GDP总量数据进行分解，需要运用的是全部规模的工业企业数据。因此，我们需要用统计方

法对数据进行修正，主要方法是根据投入产出表推算出按行业细分的全部规模工业部门增加

值数据。我们假定在短时期内行业内部的市场结构不变，即短时期内每个行业内部全部规模

企业的增加值与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的比例不变。根据这个假定，我们可以利用1987、1990、

1992、1995、1997、2002、2007年度投入产出表中22个产业全部规模的增加值数据，推算出

其他年份的22个产业全部规模工业增加值数据。其中上述年份的工业部门增加值数据以该年

的投入产出表为准，而其他年份，如1988-1991年的数据，就用1987年全部规模数据与规模以

上数据的比例来推测1988-1991年的各产业增加值数据，其他年份的数据同理可得。这样我们

就得到了1987-2008年22类工业部门的全部规模增加值数据①。

然而，由于投入产出表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产业部门分类方法并不一致，为了在估

算各产业全部规模增加值的时候保持口径一致，我们借鉴孙广生（2006）的产业分类方法，

对工业行业进行了重新划分。表2列出了本文工业部门分类方法与投入产出表中工业部门分类

方法的关系。

表2 生产法中工业行业划分方法

增长率方

差

差下降幅度%

实际的

GDP增长

率方差

1996年前

1996年后

GDP增长率方

差下降幅度%

8.28E-03

2.32E-03

71.98

8.25E-03

2.24E-03

72.84

4.39E-03

3.90E-04

91.12

本文工业部门分类标准 投入产出表中工业部门分类标准

冶金工业 金属矿采选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电力工业 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

煤炭工业 煤炭选采业

石油工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加工业

炼焦煤气及煤制品业

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

金属制品工业 金属制品业

机械制造业 机器设备修理业 机械工业

① 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 1986年以前各行业的增加值数据，因此本文研究的起始点是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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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工业部门之外，我们将第三产业部门划分为五个行业，分别是：运输邮电业、商业饮

食业、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业、金融保险业、行政及其他第三产业。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中的建筑业不再做细分。

综合以上推算及整合的过程，最终我们得到22类产业部门分类，其中15类工业部门分类 ，

5类第三产业部门分类，农业部门和建筑部门单独成类。相应的数据来源于1987-2009年《中

国统计年鉴》、《投入产出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所有数据都利用《中

国统计年鉴》中提供的行业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其中第三产业各行业的价格指数没有在年

鉴中公布，我们利用统计年鉴上的第三产业可比价格计增加值指数与名义增加值增长率推导

出第三产业的隐含价格指数, 以这个第三产业价格指数代替内部各行业的价格指数。其计算

公示如下：

可比价格计增加值指数上年该产业增加值

当年该产业增加值
某产业隐含价格指数

×
=

在支出法核算中，我们将国内生产总值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居民消费、政府支出、

投资、净出口。数据来源于1998-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无法得到与居民消费、政府

消费、投资、净出口相对应的价格指数，所以我们用GDP平减价格指数代替各个部门的价格指

数。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宏观经济波动的分解。按照上一节给出的分解方法，我们将1986-2008年GDP时间

序列的总方差分解为结构效应、波动效应和联动效应，分解的结果参见表3。

表3 总产出增长率变化的方差分解

从表3可以看出，结构变动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稳定化作用，与GDP的核算方法有关。支

出法GDP各组成部分（GDP=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的结构性变动，对于总量经济周期

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建材及其他非金属 非金属矿采选业 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矿物制品

森林工业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食品工业 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纺织缝纫皮革工业 纺织业 缝纫及皮革制造业

造纸及文教用品工业 造纸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生产法 支出法 第二产业内部

结构效应（%） 15.17 -3.48 28.76

波动效应（%） 87.27 105.11 88.11

联动效应（%） -2.44 -1.63 -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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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化并未产生正面作用（结构效应系数是-3.48%），这个结果与Blanchard and Simon

(2001)对美国支出法GDP组成结构变动的稳定化作用研究结论相似。而当我们按照二位数产业

的生产法GDP来分解时，二位数产业的结构变动对整体宏观经济波动有一定的稳定化作用，结

构效应系数为15.17%。根据这个结果，1986-2008年期间15.17%的宏观经济波动下降都归因于

产业结构的变动。而二位数产业的波动效应，即各产业自身波动性的下降，对于整体宏观经

济波动的稳定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波动效应系数达到了87.27%。最后，我们发现无论哪种GDP

核算方法，联动效应都是负数，这意味着各产业部门的相互影响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总的

来看，各产业自身波动性的下降是宏观经济波动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宏观

经济波动下降的作用有限。这个结果与Eggers and Ioannides(2006)对美国产业结构的研究结

果不同，根据他们的研究，美国1982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波动放缓，有59.8%应归因于生产法GDP

核算下的产业结构变动。这说明，我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抑制宏观经济波动的潜力还很大。

由于我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较大，因此我们又专门计算了1986-2008年第二产业内部

生产法GDP时间序列的总方差分解为结构效应、波动效应和联动效应的情况，结果见表3的最

右边一列。该结果说明，第二产业内部各产业自身波动性下降（即波动效应）对第二产业整

体波动的稳定化作用（波动效应系数88.11%），与考虑整体宏观经济波动时的波动效应差不

多；但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效应（系数为28.76%）高于整体宏观经济波动的结构效应（15.17%）。

这个结果说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作用，更多地体现为第二产业内部的

调整，而不是第一、第三产业内部或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调整。除第二产业内部调整之外

的其他产业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稳定化的作用更弱，从而也有更大的潜力。

表4和表5给出了1986-1995、1996-2008年期间，支出法和生产法核算下各部门占GDP比

重平均值和各部门产出增长率标准差的变化，这可以让我们看出细分的各部门波动效应和结

构效应。从表4可以看出，在1996年前和1996年后这两个时期，支出法下各个部门产出占GDP

的比重变动，要大大小于各个部门的标准差变动。而且从各部门的标准差可以看出，支出法

中波动较大的组成部分是投资和出口，而这两个部门的产出占GDP的比重，在1996年后反而比

1996年之前有所上升；相反，在支出法中波动较小的组成部分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 ，

政府消费的比重仅有微弱的上升。这解释了为什么支出法GDP各组成部分的结构性变动，对于

总量经济周期的稳定化没有产生正面作用。因此，要通过调整支出法GDP的结构来稳定总量经

济波动，需要抑制投资和出口占GDP的比重上升，同时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

表4 支出法下各部门比重与产出增长率标准差的变化

表5清楚地揭示了生产法GDP核算下的各部门比重和标准差的变化。从表5可以看出，在

1996年前和1996年后这两个时期，大多数部门产出增长率的标准差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有13个部门产出增长率的标准差下降了50%以上，只有少数部门（如食品工业、化学工业、机

械工业）出现了上升。这说明，在经济周期波动的转折点1996年前后，大多数行业内部的波

动性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这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先前的结论，即二位数产业的波动效应对

居民消费 政府消费 投资 出口 进口

比重 标准差 比重 标准差 比重 标准差 比重 标准差 比重 标准差

1996年前 0.532 0.069 0.124 0.075 0.340 0.126 0.146 0.243 -0.143 0.164

1996年后 0.477 0.035 0.125 0.028 0.357 0.063 0.249 0.110 -0.211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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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宏观经济波动的减缓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还发现，无论在1996年之前还是之后，

第三产业的产出增长率标准差量值都是最低的，包括商业饮食业、运输邮电业、公共事业及

居民服务业、金融保险业、行政及其他第三产业等。1996年前上述五个行业产出增长率标准

差的平均值为0.160，1996年后的平均值为0.074。而第二产业各行业1996年前的产出增长率

标准差平均值为0.303，1996年后的平均值为0.193。第一产业（农业）1996年前的平均值为

0.266，1996年后的平均值为0.251。这意味着虽然一、二、三产业都出现了产出增长率标准

差的下降，但是在任何时期中产出波动性最小的都是第三产业的各行业。如果第三产业的五

大行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则必然通过结构效应带动整体宏观经济波动的下降。我们发现 ，

在1996年前后的两个时期中，第三产业各行业占GDP比重之和确实有一定的提高。1996年前，

商业饮食业、运输邮电业、公共事业及居民服务业、金融保险业、行政及其他第三产业占GDP

的比重之和为 33%，而 1996年后上述五个行业占GDP的比重之和为38.8%，提高了5.8个百分点 ，

但其中商业饮食业、金融保险业的比重出现了下降。而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在1996年前后的

波动性都比第三产业大得多，但它的16个二位数产业占GDP的比重之和却也有一定提高，从

1996年前的45.6%提高到1996年后的48.0%，提高2.4个百分点。16各二位数产业中有9个产业

占GDP的比重上升，其中不乏一些产出增长率标准差大（即波动性大）的产业，如煤炭工业、

石油工业、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等。尽管波动性大的第二产业和波动性小的第三产业比重都

有所提高，但第二产业的比重仍大大高于第三产业。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1986-2008

年期间只有15.17%的宏观经济波动下降归因于产业结构的变动，而美国1982年以来的宏观经

济波动放缓，有59.8%应归因于生产法GDP核算下的产业结构变动。原因是中国的产业结构中，

波动性小的第三产业占总产出的比重虽有一定上升，但并未超过第二产业；而波动性大的第

二产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也出现上升；而Eggers and Ioannides(2006)对美

国产业结构的研究，美国波动小的金融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在转折点1982年前后上升很快，

而波动性大的制造业占GDP比重在此期间下降较快，因此自然就出现了美国的结构效应较大，

而中国的结构效应较小的情况。这个结果说明，中国自1986年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一

定的偏差。如果我们希望能像美国那样发挥结构效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稳定化作用，需要提

高波动性小的第三产业各行业占GDP的比重，同时减少波动性大的第二产业各行业占GDP的比

重。

表5 生产法下各部门比重与产出增长率标准差的变化

比重 标准差 比重 标准差

96年前 96年后 96年前 96年后 96年前 96年后 96年前 96年后

农业 0.214 0.130 0.266 0.251
金属制

品工业
0.015 0.013 0.399 0.118

煤炭工业 0.013 0.017 0.383 0.210
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
0.015 0.022 0.237 0.114

石油工业 0.044 0.061 0.170 0.164
电子机械

及器材
0.016 0.020 0.326 0.095

冶金工业 0.040 0.045 0.335 0.170
电子通信

设备制造
0.012 0.027 0.263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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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产业的作用。如表5所示，第二产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同时也

是产出增长率波动很大的一个部门。考虑到第二产业的重要性，考察第二产业的波动性和结

构变动对整体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是有一定意义的。表3的结果已经说明，第二产业内部的结

构效应（系数为28.76%）高于整体宏观经济波动的结构效应（15.17%），即中国产业结构调

整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作用，更多地体现为第二产业内部的调整。下面我们将具体考察第二

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对整体宏观经济稳定的作用有多大，以及具体哪些产业的比重变化起到

了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总产出增长率方差的分解公式（4）-（6）式，求出1996年前后的

宏观经济波动下降有多大比例应归因于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如果根据（4）-（6）式

和多项式展开公式，将生产法核算的总产出增长率方差分解为22个部门的结构效应、波动效

应和联动效应，则展开式中总共有66个方差因式和231个协方差因式。其中可以由第二产业

各部门解释的总方差变化包括45个方差因式和105个协方差因式，其余的方差和协方差因式

可以由非第二产业来解释。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可以由第二产业的各方差因式所解释的总

产出增长率方差变化，和可以由第二产业的所有因式解释的总产出增长率方差变化，结果见

表6。

表6 第二产业对总产出增长率波动的作用

食品工业 0.041 0.049 0.109 0.251 机械工业 0.037 0.032 0.170 0.369

纺织缝纫

皮革工业
0.049 0.037 0.396 0.109 建筑业 0.024 0.035 0.194 0.104

森林工业 0.008 0.007 0.418 0.190 商业饮食 0.090 0.085 0.182 0.071

造纸文教

用品工业
0.022 0.014 0.615 0.520 运输邮电 0.055 0.057 0.084 0.044

电力工业 0.021 0.030 0.216 0.095 金融保险 0.053 0.044 0.279 0.161

化学工业 0.049 0.039 0.095 0.319
行政其他

第三产业
0.108 0.172 0.071 0.032

建材及其

他非金属
0.050 0.032 0.517

0.1

34

公共事业

居民服务
0.024 0.030 0.182 0.063

总产出增长率的

方差变化

可以由第二产业

方差因式解释的

总方差变化

可以由第二产业

所有因式解释的

总方差变化

由第二产业引起的方

差变化（%）

方差

因式

所有

因式

总效应 -6.08E-03 -1.42E-03 -6.23E-03 23.36 102.47

结构效应 -9.22E-04 -7.82E-04 -1.76E-03 84.82 192.41

波动效应 -5.31E-03 -1.15E-03 -5.48E-03 21.66 103.39

联动效应 1.48E-04 5.16E-04 1.05E-03 348.66 7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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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的最右边两列表明，仅仅由第二产业所有因式引起的总方差变化，就可以全部解释总

产出增长率方差变化的总效应、结构效应和联动效应，非第二产业的所有因式只是引起了一

些相反方向的总方差变化。不过，这还并不足以揭示第二产业的作用，因为表6最右边两列中

方差因式的解释百分比与所有因式的解释百分比有很大差额，这个差额其实就是与第二产业

有关的协方差因式解释总方差变化的百分比。而协方差因式包括了第二产业各行业和其他产

业的共同作用，不能完全归因于第二产业。相比之下，由第二产业方差因式所引起的总方差

变化，可以视为纯粹归因于第二产业。而表6的数据表明，虽然第二产业的45个方差因式对总

产出增长率方差变化的总效应和波动效应解释力有限（分别为23.36%和21.66%），但对总产

出增长率方差变化的结构效应解释力相当高（达84.82%）。这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在表3中得出

的结论，即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作用，主要体现为第二产业内部的调整。

下面我们需要考察的是，第二产业内部哪些行业的此消彼长带来了稳定宏观经济的结果。

这里我们需要重新观察表5的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以第三产业各行业产出增长率标

准差的最高点（1996年前后均为金融保险业）为衡量标准，则1996年前第二产业有8大行业的

产出增长率标准差低于金融保险业，它们分别是石油工业、食品工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机械工业和建筑业。而1996年后第二产业也有8

大行业的产出增长率标准差低于金融保险业，分别是纺织缝纫皮革工业、电力工业、建材及

其他非金属工业、金属制品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通信

设备制造业和建筑业。可见1996年前后波动性小的行业有相当大的差别。而在转折点1996年

后产出增长率标准差较低的8大行业中，有5个行业的产出比重在1996年之后与之前相比是上

升的，分别是电力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

业和建筑业。此外，在转折点1996年后产出增长率标准差较高的8个行业中，有3个行业的比

重出现了下降，分别是森林工业、造纸文教用品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这表明，由于

上述5个低波动性行业的比重增长和3个高波动性行业的比重下降，使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

整带来了经济周期波动的稳定化。而要继续发挥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

需要进一步发展1996年后的8个低波动性行业，特别是其中的5个既波动性低又比重上升的行

业，因为这5个行业既有波动性下降的趋势，又代表了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而对于1996年后

的高波动性行业，应控制其发展速度或努力使其波动性下降。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别研究了支出法和生产法核算 GDP下各产业（部门）结构

调整和各产业（部门）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尤其是将产业（部门）结构调整与宏观

经济波动的关系从宏观经济和各产业（部门）本身的波动中分离出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理

解结构调整对减缓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本文的计量结果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1、无论是以支出法还是生产法来衡量GDP，宏观经济波动下降的主要原因都是波动效应 ，

而不是结构效应。这一方面说明我国自1986年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尚未起到明显的稳定宏观

经济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通过结构调整来抑制宏观经济波动的潜力还很大。

2、结构调整之所以没有带来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对支出法GDP来说，是因为波动较大

的组成部分（投资和出口）的产出占GDP的比重，在1996年后反而比1996年之前有所上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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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较小的组成部分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政府消费的比重仅有微弱的上升；对生

产法GDP来说，是因为中国自1986年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一定的偏差，波动性小的第三

产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上升有限，而波动性大的第二产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

也出现上升的趋势。

3、目前产业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有限的稳定化作用，主要地体现为第二产业内部的调

整，而不是第一、第三产业内部或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调整。而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

对经济周期波动的稳定化作用，主要体现为在转折点1996年前后，第二产业内部5个低波动性

行业的比重增长和3个高波动性行业的比重下降。

4、要进一步发挥结构调整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对支出法GDP来说，需要抑制投资和出

口占GDP的比重上升，同时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对生产法GDP来说，需要提高波动性小的第

三产业各行业占GDP的比重，同时减少波动性大的第二产业各行业占GDP的比重；对第二产业

内部来说，需要努力发展电力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通

信设备制造业和建筑业这5个既有波动性下降又有比重上升的行业，进一步发展纺织缝纫皮革

工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工业、金属制品工业这三个波动性下降的行业，同时控制其他高波

动性行业的发展速度或努力使其波动性下降。

本文是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研究的一个尝试，很多更具实际意义的

问题尚未涉及。比如，由于缺乏月度、季度数据和三位数产业数据，我们尚不能更细致地揭

示产业结构调整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也无法研究更加细分的产业波动、产业结构变动与

整体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这些都需要在数据可得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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